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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竞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龚斌磊１，２　张书睿１，２
（１．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５８；２．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我国省际农业竞争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农业生产率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一消极影响

随时间呈逐步扩大趋势，并在不同区域普遍存在。各省同构化的农业生产结构抑制了农业增长速度。我

国农业发展应根据各省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布局、鼓励差异化发展，从而减少负溢出效

应和生产率损失，并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增加涉农财政支出、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乡村振兴”

战略中的“产业兴旺”目标。

［关键词］省际竞争；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溢出效应；空间模型；生产函数

一、背景和研究动机

中国政府始终把粮食安全视为事关国家安危与社会稳定的大问题，立足于实现国内粮食基本
自给［１－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推进，资源配置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粮食产
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粮食产量逐年减少，出现了明显缩减粮食生产的迹象［３］。在当时的历史
背景下，迫于粮食安全压力，国务院于１９９５年起实施“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的决策部署，正式提出
了粮食省长负责制，要求粮食生产做到区域自给，旨在确保各省内部实现粮食的供求平衡［４］。实施
省长负责制战略明显提高了国内粮食供给，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成功实现了“十三连
增”。但与此同时，粮食区域自给政策的弊端也逐渐积累，例如该政策制约了各地发挥比较优势，特
别是东部地区粮食生产在经济上越来越不合算［５－６］；该政策还造成了区域性的市场分割，事实上成
为制约农业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使各省出现同质化的农业生产结构和过度竞争［７］。
由于粮食省长负责制，各省必须确保一定数量的粮食作物生产。此外，由于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加上蔬菜等农副产品不易长期存储和长途运输，各省也必须确保一定数量的经济作物生产。因此，各
省种植业（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存在基本自给的硬约束。图１显示，资源禀赋不同的各地区（粮食主



产区、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三类①），种植业占农业比重及其变化趋势相同。此外，各省种植业占
比的离散程度（用标准差衡量）并未随时间增加。上述事实表明，各省种植业所占比重较为稳定。在
我国农业结构中，种植业占比最大（约占６０％）；林业占比最小（５％），且林业受生长条件限制，在农业
中所占比重较为稳定。由于经济效益较高，部分省份有动力发展畜牧业和渔业（本文实证部分也证实
畜牧业和渔业经济效益较高）。然而，由于粮食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种植业占比存在下
限的硬约束，导致畜牧业和渔业存在上限的硬约束。各省省内农业资源需要优先保障种植业的生产，
从而制约了农业要素的自由流动。综上，各省的农业发展存在同构化发展的约束和困境。

图１　种植业占农业比重及其标准差（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

现阶段，中国粮食的库存压力增大，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已经从强调粮食产量转变为强调粮食产
能，并要求形成与地区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增强
粮食产能和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放到前两位；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的战略，强调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将“优化产品产业结构”
放到第一项工作进行部署；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调整优
化农业布局，推动农业由增产向提质的转变；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申“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落实落地”和“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未来中国农业应该继续坚持区域自给还是
根据资源禀赋鼓励适度差异化发展，取决于各省农业生产存在正向还是负向的溢出效应，也取决于
农业竞争对生产率存在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
从研究方法方面看，由于相邻省份的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地理距离和产业相似度是测度

竞争的主要因素。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今，部分学者在过去省际互动研究的基础上，将地理距
离纳入空间分析，用于研究中国的省际经济竞争［８－１１］。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则指出，省际矛盾和
省际竞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区产业结构同质化，因而两省间的产业相似度应该是度量省际竞争更
准确的指标。例如，武建奇利用产业相似度衡量竞争，提出了基于比较优势建立省际产业分工和差
异化发展的建议［１２］；黄亮雄等同样利用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衡量竞争强度，构建了省际空间模型，
发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省际竞争特征［１１］。尽管现有研究都意识到地理距离和产业相
似度是衡量竞争的两个最关键的考量因素，但是，现有研究仍然只基于其中的某一方面来构造反映
竞争程度的指标，尚未有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造出更加全面、客观的衡量竞争程度的综合指标。
从研究对象方面看，上述省际竞争的文献均侧重于对整体经济或工业经济的研究［１１，１３］，甚少

涉足省际农业竞争及其空间影响领域。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存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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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并结合２００１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
见》相关内容，将除港澳台以外的中国３１个省区市分为１３个粮食主产区（辽宁、河北、山东、吉林、内蒙古、江西、湖南、四
川、河南、湖北、江苏、安徽、黑龙江）、７个粮食主销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和１１个产销平衡区（山西、

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间互动，但对这种省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正是负尚未达成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各省之间
存在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本省经济状况会受相邻省份经济状况的正向促进［１３－１７］。另一些学者则
指出，不同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正负并存。例如，朱道才等基于长江经济带的数据研究发现，上海、
江苏、浙江和安徽四省市之间存在正向溢出，而江西、湖北、湖南等六省市间则是负向溢出［１８］。在
农业生产领域，吴玉鸣利用地理距离构建空间模型，发现各省产出之间无相互影响，但邻近地区的
误差冲击对省域农业产出存在正向影响［１０］。
除了地区间的相互作用，竞争也可以直接影响一定区域内的生产效率。大部分学者认为，竞争

能够促进要素的有效配置，因此可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１９］。但在实际生产中，恶性竞争有时会阻
碍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２０］，被视为市场经济的主要缺点之一［２１］，将导致“竞次”现象［２２－２３］。另一些
学者则发现，竞争对某一产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Ａｌｌｅｎ等发现，竞争能够提高银行业的效率，
但同时增加银行业的风险［２４］。实证研究主要通过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影响来考察竞争
的作用［２５－２６］，但对省际农业竞争是否影响农业ＴＦＰ的研究极少。作为衡量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指
标，农业ＴＦＰ是目前学者研究农业生产的重要切入点［２７－２８］。不少学者测算过中国各地区的农业

ＴＦＰ，并考察其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农村教育［２９］、耕地灌溉率［３０］、涉农财政支出［３１］等因素对
农业ＴＦＰ有正向影响；税率［３０］、农村工业化程度［３１］、受灾情况［３３］等因素则对农业ＴＦＰ有负向影
响。但上述研究大都未涉及竞争因素的作用。
准确度量各省之间的农业竞争程度、判断农业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分析省际竞争对农业

生产率的影响，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然而，目前学界对中国农业的省际竞
争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普遍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对“竞争”这个抽象概念难以准确衡量，二是难
以将竞争对整体经济或工业经济的影响延伸到农业经济领域。由于粮食省长负责制作用于省级层
面而非地市级或县级层面，本文将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中国省级年度面板数据，构建地理距离与产
业结构相结合的双维度空间农业生产函数，测度中国农业的省际竞争程度，并进一步借助模型平均
法对各维度赋予权重，全面评估省际竞争的空间外部效应；最后，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实证考察省际
竞争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对时间与区域异质性分别进行检验。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１）同时考虑地理和产业的双维度相关性，更准确、更全面地测算农

业生产率；（２）采用双维度相关性测算各省竞争强度指标，从而能够区分不同竞争对手的异质性；
（３）从溢出效应和生产率影响两方面实证分析竞争对农业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本部分首先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加权矩阵，旨在阐明省际地理相关性和产业相关性对农
业生产的影响，并根据相关性构建省际竞争指标。然后，利用刀切模型平均法计算各维度相关性
（竞争度）的权重，以此估计溢出效应。最后，建立农业生产率决定模型分析竞争程度对农业生产率
的影响，同时对农业生产模型和农业生产率决定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也将展开讨论。

（一）空间计量模型

１．生产函数模型
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①，许多学者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刻画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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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没有将空间交互影响纳入考量，因而无法全面反映生产过程中真实的投入—产出关系，

也无法捕捉潜在的空间溢出效应。



的空间相关性，估计空间溢出效应［３４－３７］。目前，引入空间计量的生产函数有众多的设定形式［３８－４０］，

本研究采用一般空间模型（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ＧＳＭ）①，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特殊的模型设
定形式对先验假定的依赖，另一方面是为了同时反映因变量ｙｉｔ和误差项εｉｔ的空间交互作用。本文
也尝试了解释变量间存在空间交互作用的Ｄｕｒｂｉｎ模型，但赤池信息准则（ＡＩＣ）结果显示ＧＳＭ 的
拟合程度优于Ｄｕｒｂｉｎ模型。本文的ＧＳＭ模型的公式表达如下：

ｙｉｔ ＝ρ∑
Ｎ

ｊ＝１
ωｉｊｙｊｔ＋Ｘｉｔβ＋α０＋εｉｔ （１）

εｉｔ ＝λ∑
Ｎ

ｊ＝１
ωｉｊεｊｔ＋ｕｉｔ （２）

其中，ｙｉｔ是ｉ省在第ｔ年的农业产出，向量Ｘｉｔ表示各类农业投入要素，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要
求两组变量均设定为对数形式；ωｉｊ是空间加权矩阵Ｗ 中第ｉ行第ｊ列的元素，用以反映ｉ省到ｊ省
之间的空间距离和两省的农业结构相似度，随后有详尽介绍；ρ是一个用来衡量间接作用的系数，
是本文实证研究关注的重点，也将在随后部分详尽介绍；α０ 是截距，λ是标量空间误差系数，ｕｉｔ是独
立同分布的误差项，εｉｔ表示由空间加权矩阵Ｗ 和未知系数λ指定的具有不变方差和协方差的空间
自相关扰动向量。当公式（１）中有ωｉｊ而公式（２）中无ωｉｊ时，模型为ＳＡＲ，表明省际互动仅源自农业
产出；当公式（１）中无ωｉｊ而公式（２）中有ωｉｊ时，模型为ＳＥＭ，表明省际互动仅源自误差冲击；当公式
（１）和（２）中均有ωｉｊ时，模型为ＧＳＭ，表明省际互动可同时源自农业产出和误差冲击。相比于ＳＡＲ
和ＳＥＭ，ＧＳＭ是更加一般的形式，其先验假定更少，因而被本文采用。相对于传统的柯布—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引入空间设定的必要性通过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　ＬＭ 检验［４１］。在生产函数公式（１）中，

投入要素可能出现内生性问题［４２］。本文将使用Ａｍｓｌｅｒ等提出的控制方程法，对各种投入要素的
外生性进行检验［４３］。若发现投入要素存在内生性，将使用投入要素的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对
其进行修正［４４］。此外，本文还将利用三阶滞后项进行稳健性检验。

２．空间加权矩阵和竞争强度
要解公式（１）中的空间模型，需要引入空间加权矩阵这一工具，即Ｗ。空间加权矩阵刻画的是

横截面上个体之间的空间相关结构，任意两省的相关性与两省间地理相关程度和产业相关程度均
关系密切。从地理相关的角度看，ＬｅＳａｇｅ认为，环境的相似性往往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过程和所面
对的产品或原材料市场，因此可以通过测算地理距离反映地理相关程度［４５］。从产业相关的角度
看，以农业种植为例，如果Ａ、Ｂ两省都以种植同种作物为主，则两省从投入到产出将进行全方位的
竞争，因此较高的产业相似度会造成较强的相互作用。

本文采用距离的倒数来度量各省之间的地理相似度，从而建立地理权重矩阵Ｗ１。在产业分布维
度，采用向量空间余弦相似度来度量各省间的相似度。余弦相似度是测算两种资产组合间同质性的
重要方法，近年来广为应用［４６－４７］。我们假设农业可以被划分成Ｎ 个部门（例如农林牧渔四个部门），
在ｔ时期内ｉ和ｊ省的产业分布可以被定义为Ｒｉｔ＝（ｒ１ｉｔ，ｒ２ｉｔ，…，ｒＮｉｔ）和Ｒｊｔ＝（ｒ１ｊｔ，ｒ２ｊｔ，…，ｒＮｊｔ），用余弦相
似度计算ｔ时期内两省产业相似度的等式如下：

ｓｉｊｔ ＝
∑
Ｎ

ｎ＝１
ｒｎｉｔｒｎｊｔ

∑
Ｎ

ｎ＝１

（ｒｎｉｔ）槡
２ ∑

Ｎ

ｎ＝１

（ｒｎｊｔ）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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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空间模型由空间自回归模型（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ＡＲ）和空间误差模型（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结合而形成，ＳＡＲ和ＳＥＭ可以看作ＧＳＭ的特殊形式。



其中，ｓｉｊｔ 是ｔ时期内ｉ和ｊ省的产业相似度，ｓｉｊｔ ＝１表示ｔ时期内两省有完全相同的产业分布，相似
度最高；ｓｉｊｔ ＝０表示ｔ时期内两省无重复产业，相似度最低。ｓｉｊｔ 值越高，说明两省的产业重合度越

高，两省之间的竞争程度也越高。将ｓｉｊ ＝（１／Ｔ）∑
Ｔ

ｔ＝１
ｓｉｊｔ定义为Ｔ期内ｉ和ｊ省的平均产业相似度，并

据此建立产业权重矩阵Ｗ２，其中第ｉ行第ｊ列是ｓｉｊ。
对于空间加权矩阵Ｗ１ 和Ｗ２，将每行标准化使得每行加总和为１，并将对角线上的元素赋值为

零。空间矩阵的第ｉ行，代表在ｉ眼中每个对手的相似程度，进而可以列出对ｉ省而言排名前三或
前五的相似对手的名单；空间矩阵的第ｉ列，代表在各个对手眼中ｉ省的相似度，所以，第ｉ列加总
可以描述ｉ省所面临的总体竞争压力，后文将以此为基础建立农业竞争指数Ｃｏｍｐｉｔ。与文献中常
见的利用竞争对手数、产业集中度等传统竞争指标相比［１９，４８］，本文建立的竞争指标区分了不同省
份之间竞争程度的差异性。最后，将空间加权矩阵Ｗ１ 和Ｗ２ 分别带入公式（１），回归结果可以得出
间接效应，分别为（Ｉ－ρ１Ｗ１）－１β１ 与（Ｉ－ρ２Ｗ２）－１β２ 对角线外的行的加总均值①。间接效应是个体
对其他个体的影响，被视为衡量溢出效应和外部性的重要变量［４９］。
综上所述，从地理和产业两个维度分别建立影响省际农业生产的空间加权矩阵Ｗ１ 和Ｗ２，其

中矩阵的每一行表示省际农业生产的相似程度，每一列表示省际农业生产的竞争程度，然后再运用
公式（１）的空间生产函数计算各个维度下的溢出效应。

３．模型平均法
分别使用空间加权矩阵Ｗ１ 和Ｗ２ 的空间生产函数仅仅考虑了单一维度的相关性，无法全面综

合考虑地理和产业双维度下的投入—产出关系。模型平均法是根据各模型解释数据能力的大小赋
予其不同权重，从而同时考虑多个模型，获得更为稳定的估值。本文使用模型平均法赋予两个维度
空间模型相应的权重［４９－５０］。
文献中有许多计算权重的方法。Ｂｕｃｋｌａｎｄ等利用赤池信息准则和贝叶斯信息准则来计算权

重［５１］；Ｈａｎｓｅｎ等提出了刀切模型平均法［５２］，该方法放松了 Ｈａｎｓｅｎ早期提出的同质方差的嵌套线
性模型的假设［５３］，应用到异质方差的非嵌套模型中，更加具有普遍性。
刀切模型平均法使用弃一法交叉验证准则，对于每个候选模型ｍ，本文首先计算因变量的刀切

拟合值ｙ
︿ｍ ＝（ｙ

︿ｍ
１，…，ｙ

︿ｍ
ｎ），其中ｙ

︿ｍ
ｉ 是剔除第ｉ个样本并进行回归之后得到的对第ｉ个因变量的拟合

值。假定权重ｗｍ 是非负且和为一的向量，其空间为ΩＭ ＝ ｛ｗ∈ＲＭ：ｗｍ ≥０，∑
Ｍ

ｍ＝１
ｗｍ ＝１｝。刀切权

重ｗ＊ ＝ （ｗ＊
１ ，…，ｗ＊

Ｍ）是在上述空间内，交叉验证准则下的最优权重。

ｗ＊＝ ａｒｇｍｉｎ
ｗ＝（ｗ１，…，ｗＭ）∈ΩＭ

ＣＶｎ（ｗ）＝ １ｎｅ
︿（ｗ）′ｅ︿（ｗ）＝ １ｎ ｙ－∑

Ｍ

ｍ＝１
ｗｍｙ

︿（ ）ｍ ′ｙ－∑
Ｍ

ｍ＝１
ｗｍｙ

︿（ ）ｍ

其中，∑
Ｍ

ｍ＝１
ｗｍｙ

︿ｍ 是刀切拟合值的加权平均数，ｅ︿（ｗ）是加权平均残差。

在本文中，使用刀切权重ｗ＊主要有以下两点优势：第一，加权不同维度的空间生产函数，可以
在综合考虑地理和产业相关性的情况下更加准确地估计生产率；第二，用地理矩阵和产业矩阵计算
出地理竞争指数和产业竞争指数后，ｗ＊可以用来计算总体竞争指数，进而测算竞争对生产率的总
体影响情况。
综上，双维度加权空间生产模型如下：

ｙｉｔ ＝∑
Ｍ

ｍ＝１
ｗ＊
ｍ ρｍ∑

Ｎ

ｊ＝１
ωｍｉｊｙｊｔ＋Ｘｉｔβｍ ＋ε

ｍ（ ）ｉｔ ，εｍｉｔ ＝λｍ∑
Ｎ

ｊ＝１
ωｍｉｊεｍｊｔ＋ｕｍ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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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直接效应为对角线均值。



同时，总体溢出效应（外部性）是地理维度间接效应和产业维度间接效应的加权平均数。

（二）农业生产率决定模型

在研究省际农业竞争产生溢出效应的同时，本文还关注省际竞争对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影响。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农业竞争指数、受教育水平［５４－５５］、农业财政支出［５６－５８］、人均ＧＤＰ、灌
溉面积［３０］、受灾面积［５９］等变量，建立农业生产率决定模型：

ＴＦＰｉｔ＝α＋β１Ｃｏｍｐｉｔ＋β２Ｈ＋β３ｎｏｎａｇＧＤＰｉｔ＋τＺ＋γＩ＋ε （３）

其中，ＴＦＰｉｔ是ｉ省在ｔ时期内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形式，由本文双维度加权空间生产模型得出

ＴＦＰｉｔ＝∑
Ｍ

ｍ＝１
ｗ＊
ｍ（ｙｉｔ－ρｍ∑

Ｎ

ｊ＝１
ωｍｉｊｙｊｔ－Ｘｉｔβｍ）。Ｃｏｍｐｉｔ是农业竞争指数，可用前文介绍的ｉ省在ｔ时期

内所面临的总体竞争压力来衡量，旨在测算省际竞争压力，由第ｔ期产业权重矩阵Ｗ２ 的第ｉ列加
总与地理权重矩阵第ｉ列加总的加权平均获得，权重使用刀切平均权重。Ｈ是衡量农业产业分布
离散程度的赫芬达尔指数，是农林牧渔四个产业比重的平方和。Ｈ 指数越高代表产业集中度越
高，因此可以衡量省内竞争压力。ｎｏｎａｇＧＤＰｉｔ是人均非农ＧＤＰ的对数形式，旨在衡量本省的二、

三产业发展情况。Ｚ是年份的虚拟变量，Ｉ是省份的虚拟变量，ε是残差。β１ 测算省际竞争对农业
生产率的影响，β２ 测算省内竞争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而β３ 测算非农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率的溢
出效应。粮食省长负责制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各省同构化的发展，可能限制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该政
策不限制省内不同地区之间一定程度的差异化发展，因此，本文预测β１ 为负、β２ 为正。此外，非农
经济发展可能对农业发展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因此本文预测β３ 为正。
在生产率决定模型公式（３）中，内生性可能来自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对于前者，本文通过在

公式（３）中加入受教育程度、农业财政支出、灌溉面积、受灾面积、农业结构等众多变量进行处理。
对于后者，本文分别利用时间与空间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予以解决［６０－６１］。时间滞后项是利用各项
自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予以修正，并利用二阶滞后项检验估计值的稳健性。空间滞后项是利用相邻
省份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本文采用的农业生产率决定模型是：

ＴＦＰｉｔ ＝α＋β１Ｌ．Ｃｏｍｐｉｔ＋β２Ｌ．Ｈ＋β３Ｌ．ｎｏｎａｇＧＤＰｉｔ＋β４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β５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β６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ｔ＋β７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ｔ＋∑
４

ｊ＝２
δｊＬ．ｒａｔｉｏｊ＋τＺ＋γＩ＋ε

其中，Ｌ．代表滞后项，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是人口中完成高中教育的比例，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是农业财政支出的对数
形式，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ｔ是灌溉农地面积比例，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ｔ是农业土地受灾面积的对数形式，ｒａｔｉｏ２、ｒａｔｉｏ３、

ｒａｔｉｏ４ 是林业、牧业、渔业在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中的产值比重。为了调查农业竞争指数的两种来
源（地理竞争和产业竞争）对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别，本文将Ｃｏｍｐｉｔ拆分为地理竞争指数和产
业竞争指数后重新进行回归计算。该回归结果将显示不同维度下竞争程度对生产率的影响情况，
并可作为稳健性检验。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研究收集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中国３１个省区市的年度数据。农业产出与要素投入的数据大部分来
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少部分需要补充的数据（如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农业劳动投入数据）和需要调整
的数据（如重庆市和海南省的早期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和《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
在投入与产出的变量选取上，遵照已有文献［６２－６５］，本文选取的农业产出变量是以１９８０年不变

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农业投入变量选取劳动、土地、化肥和农机四类，其中劳动投入采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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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土地投入采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化肥投入采用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农机
投入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这四种投入要素也是国内外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率文献研究中广为应用
的四类要素①。生产率影响变量方面，省级非农ＧＤＰ、人口、完成高中教育人口比例、灌溉面积、受
灾面积和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等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产品对外贸易数据来自中国
商务部。此外，由于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体现的是农业财政支出的流量而非存量，本文利用经典的
永续盘存法将其转化为存量［６６］，其中用到的折旧率为５．６％［６７］。
表１是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农业产出与要素投入以及ＴＦＰ影响因素的统计表。在农业产出方面，

以１９８０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产出，各省均值是３１０亿元，其中农林牧渔的平均占比分别为

５５％、４％、３２％和９％。在农业投入方面，各省平均农业从业劳动力为９９０万人，平均播种面积为

５１０万公顷，平均化肥施用量为１　５７０万吨，平均农机动力为２　３１０万千瓦。在ＴＦＰ影响因素方
面，高中教育普及度为２０．６％，农业财政支出平均存量为６３０亿元，人均非农ＧＤＰ为２．０万元，平
均灌溉面积为１８０万公顷，平均受灾面积为１４０万公顷。

表１　变量的统计指标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业产出 百亿元 ３．２　 ２．６　 ０．０９　 １３．４

种植业占比 ％ ５５　 ９．５　 ３５　 ８１

林业占比 ％ ４　 ３．２　 ０　 ２３

牧业占比 ％ ３２　 ９．１　 １３　 ５９

渔业占比 ％ ９　 ８．８　 ０　 ３２

劳动投入 百万人 ９．９　 ７．６　 ０．３　 ３５．６

土地投入 百万公顷 ５．１　 ３．５　 ０．２　 １４．４

化肥投入 百万吨 １５．７　 １３．０　 ０．２　 ７１．６

农机投入 百万千瓦 ２３．１　 ２４．７　 ０．６　 １３３．５

Ｈ 指数 — ０．４４　 ０．０８　 ０．２９　 ０．６７

人均非农ＧＤＰ 万元 ２．０　 ２．０　 ０．１　 １０．６

高中普及度 ％ ２０．６　 １０．０　 ０．４　 ６２．４

农业财政支出存量 百亿元 ６．３　 ８．４　 ０．１　 ５０．５

灌溉面积 百万公顷 １．８　 １．４　 ０．１　 ５．５

受灾面积 百万公顷 １．４　 １．１　 ０　 ７．４

　　注：样本量为６５１。Ｈ 指数由农林牧渔比重计算得出，人均非农ＧＤＰ通过省级非农ＧＤＰ除以省级人口获得，高中普及度

指完成高中教育人口比例，农业财政支出存量是利用经典的永续盘存法测算的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水平，灌溉面积是

指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受灾面积是指年内遭受旱灾、水灾、风雹灾、霜冻、病虫害及其他自然

灾害而使农作物较正常年景产量减产一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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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农业投入要素的选择，部分学者把劳动力、土地之外的其他各种生产要素加总成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或者中间
投入。然而，其主要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数据缺失值较多，主要估算方法永续盘存法则对投资额
和折旧率的数据和假设要求过严，无法准确实现，且计量估计结果不显著。因此，本文对中间投入进行分解，主要包括化
肥、农机、农药、能源、种子等。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期间，农药和能源数据缺失值较多，而种子的数据无法取得，且后者与播种面
积存在极强相关性。综上，本文的农业投入要素除劳动力和土地外，还包括化肥和农机这两类最重要的中间投入。由于
数据原因，国内外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率的众多研究均采用这四种投入要素。



表１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指标，但无法体现变化趋势。本文进一步在图２中给出农业产出
和四种投入要素的历年增长率。在农业产出方面，以１９８０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较高，均值超过１０％；进入２１世纪后有所降低，均值稳定在４％左右；总体而
言，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平均增长率为５．９％。在农业投入方面，农业劳动力基本保持在年均１％的负增
长水平，表明劳动力数量在缓慢减少，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市转移是主要原因［６８］；平均播
种面积除少数年份出现负增长，总体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率为０．５％；化肥施用量增长
较快，平均增长率为２．６％，但近年来面临增长乏力的态势；农机动力的平均增长率达到５．８％，接
近于产出的增长率，也是四种投入要素中最快的，但也面临着增速放缓的趋势。

图２　投入与产出要素增长率（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

四、结果与讨论

本文借鉴文献中关于我国农业生产函数服从规模收益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假
设［６９－７０］，首先利用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　ＬＭ检验，发现控制空间相关性的必要性。然后分别利用地理权
重矩阵和产业权重矩阵构建空间生产函数，再利用刀切模型平均法计算地理和产业双维度模型的
权重，由此得出加权空间生产函数并估计溢出效应。最后分析省际竞争程度对中国农业生产率的
影响。通过检验，生产函数中的四种投入要素均为外生变量。

（一）空间生产函数

在分析实证结果前，首先需要检验控制空间相关性的必要性。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　ＬＭ检验生成的
卡方值为２　２０６．９（相对应的ｐ值＜０．０１），因此拒绝原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引入空间分析是必要
的，数据存在空间相关性。使用地理权重矩阵和产业权重矩阵所得到的莫兰指数Ｉ（Ｍｏｒａｎｓ　Ｉ）均
在１％水平上统计显著，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省际农业存在空间相关性。
表２给出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两个维度的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表２结果表明，劳动力、

土地、化肥和农机四种农业投入要素在两种空间计量模型中均在１％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也较为
稳健。运用刀切模型平均法并利用交叉验证准则得到的两种空间计量模型的权重分别为０．３２和

０．６８，利用该权重，得出了双维度加权空间生产函数回归结果，其中劳动力弹性系数为０．３２１，土地
弹性系数为０．４０９，化肥弹性系数为０．２０６，农机弹性系数为０．０５４。因此，劳动力和土地两种投入
要素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程度较高，而化肥和农机的影响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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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种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１）产业重合空间加权矩阵　 （２）地理距离空间加权矩阵　

劳动力
０．３１６＊＊＊ ０．３２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土地
０．４１２＊＊＊ ０．４０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５）

化肥
０．１８２＊＊＊ ０．２１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农机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年份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３．７９７＊＊＊ －１．９３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样本数 ６５１　 ６５１

刀切模型权重 ０．３２　　 ０．６８　　

　　　　　　　注：括号内是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下同。

（二）空间溢出效应

表３给出省际竞争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计算结果。根据表３的结果，可以看出，
劳动力、土地、化肥和农机四种投入要素的直接效应分别为０．３２２、０．４０９、０．２０７和０．０５５，间接效
应分别为－０．１１６、－０．１５１、－０．０６８和－０．０２０。ＬｅＳａｇｅ等认为测算每种投入要素的间接效应可
以度量溢出效应［３９］。本文主要探讨省际竞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因此更为关注间接效应（溢出效
应）的计算结果。四种投入要素均为负的溢出效应反映出省际竞争不利于各省农业的增长。导致
农业负向溢出效应的原因可能是：掠夺式开发和面源污染，可能造成地下水等资源的减少以及环境
承载力的降低等外部性问题；省与省之间同构化的发展更有可能导致恶性竞争。

表３　省际竞争的各类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劳动力
　０．３２２＊＊＊ －０．１１６＊＊ 　０．２０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１）

土地
０．４０９＊＊＊ －０．１５１＊＊＊ ０．２５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６）

化肥
０．２０７＊＊＊ －０．０６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０）

农机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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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争程度

表４是根据上述空间计量模型得出的我国３１个省区市的农业竞争情况，其中竞争指数是利用
模型平均法综合产业和地理分布双维度竞争情况后得出的各省面临的总体竞争压力，该表还列出
了１９９５年与２０１５年各省区市竞争指数的变化情况。表４结果表明，在竞争指数方面，华北、华中
和华东地区各省份的竞争指数较高，而西北、西南、华南和东北地区各省份的竞争指数较低；从个体
上看，竞争指数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河北、天津、北京、安徽和江苏，排名后五位的分别是新疆、西
藏、云南、海南和黑龙江。综上所述，各省的农业竞争情况差异较大，传统农业强省面临的竞争压力
和威胁程度更大，而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较为偏远的省份面临的竞争压力和威胁程度较小。在变化
情况方面，面临竞争压力降幅最大的五个省区市分别是吉林、江苏、浙江、北京和甘肃，竞争指数的
下降表明上述五个省区市在差异化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减少了负外部效应的消极影响；面临竞
争压力增幅最大的五个省区市分别是海南、上海、黑龙江、湖南和山东，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使其更
多地承受了负向溢出效应带来的消极影响。

表４　中国各省市区竞争情况统计

省区市 竞争指数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累计变化情况 省区市 竞争指数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累计变化情况

河北 １．２２　 ０．００１ 贵州 １．０１ －０．００１

天津 １．２１　 ０．００３ 青海 ０．９９ －０．００１

北京 １．１８ －０．００６ 内蒙古 ０．９５ －０．００５

安徽 １．１８　 ０．００３ 宁夏 ０．９５　 ０．０００

江苏 １．１８ －０．００７ 四川 ０．９５ －０．００２

河南 １．１６　 ０．０００ 广东 ０．９４　 ０．００１

山西 １．１６ －０．００１ 吉林 ０．９４ －０．００７

山东 １．１４　 ０．００３ 辽宁 ０．９３　 ０．００１

湖北 １．１４　 ０．０００ 广西 ０．９３　 ０．００２

浙江 １．１０ －０．００７ 福建 ０．８４ －０．００３

江西 １．０８ －０．００１ 黑龙江 ０．８３　 ０．００６

上海 １．０７　 ０．０１４ 海南 ０．８０　 ０．０１４

重庆 １．０６　 ０．００１ 云南 ０．７９　 ０．００１

陕西 １．０４ －０．００２ 西藏 ０．５９ －０．００５

湖南 １．０３　 ０．００４ 新疆 ０．５９　 ０．００２

甘肃 １．０３ －０．００６ 平均值 １．００　 ０．０００

（四）农业生产率决定模型

表５给出农业生产率决定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列（１）中，综合竞争指数的系数为－０．４４６，

并在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竞争程度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表４中，面临竞
争压力最大的河北和压力最小的新疆之间竞争指数相差０．６３。假设河北的竞争压力降到新疆的
水平，其农业生产率指数将提高０．２８１。这意味着在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河北省的产出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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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因此，综合竞争指数在经济上也是显著的。
在列（２）中，产业竞争指数和地理竞争指数的系数均为负且在１％水平上显著。一方面，从产

业重复的角度来看，产业竞争指数高代表该省的农业结构与大部分省份相似，农产品在销售时会面
临更多的竞争者，在质量监督和追溯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竞次”现象，导致农业生产率降
低。此外，在各省资源禀赋不同的情况下，农业结构趋同意味着资源未被有效配置，因此农业生产
率也会有所损失。另一方面，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来看，地理竞争指数高代表该省与更多的省份距离
相近，则该省市场上来自他省的农产品较多，在质量监督和追溯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
“竞次”现象，从而对该省农业生产率产生消极影响。
由于粮食省长责任制作用于省级层面，省内不同地域的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资源

禀赋实现差异化发展。表５中Ｈ 指数的系数为正，这表明省内竞争有益于提高农业生产率。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省际差异化的发展也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此外，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
对农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人均非农ＧＤＰ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农业生产率将提高０．１４％，即当投
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产出水平将提高０．１４％。
列（１）还表明，生产率决定因素中，教育水平、农业财政支出、灌溉比例的提高对农业生产率有

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完成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农业生产率将提高

１．４％；农业财政支出每增加１％，农业生产率可以提高０．０５５％；灌溉面积比例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农业生产率将提高０．３８％。此外，受灾面积的增加将对农业生产率带来消极影响。在农林牧渔四
个产业之间，渔业的生产率最高，牧业和林业其次，种植业的生产率最低。由于粮食省长责任制，生
产率最低的种植业无法被生产率较高的其他产业替代，导致农业综合效益增长乏力。在种植业比
例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牧业和林业之间由于生产率相近，无法产生相互替代的动力，渔业的生产率
较高，但受资源禀赋限制较多，无法大量替代其他产业，因此，限制资源从种植业流向其他三个产业
直接导致整个农业的同构化。列（２）表明，对上述生产率决定因素的影响估计量是稳健的。此外，
本文还利用自变量的时间和空间滞后项去检验内生性问题，结果也较为稳健。

表５　农业生产率决定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列（１） 列（２）

综合竞争指数
－０．４４６＊＊＊

（０．０４２）

产业竞争指数
－１．１６４＊

（０．６５８）

地理竞争指数
－０．３００＊＊＊

（０．０２９）

Ｈ 指数
０．８１０＊＊＊ ０．８３０＊＊＊

（０．２６９） （０．２７５）

人均非农ＧＤＰ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教育水平
１．４３５＊＊＊ １．４７５＊＊＊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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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变量　 列（１）　 列（２）　

农业财政支出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灌溉比例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受灾面积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林业占比
１．９１３＊＊＊ ２．０１５＊＊＊

（０．３２８） （０．３３３）

牧业占比
１．４３８＊＊＊ １．４４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４）

渔业占比
３．７３９＊＊＊ ３．７４３＊＊＊

（０．２６１） （０．２６６）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拟合优度 ０．９３　 ０．９３

样本量 ６５１　 ６５１　

（五）时间与区域异质性检验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期间，省际农业竞争过程存在负向溢出效应，并对我国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为检验不同时期省际竞争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变化趋势，将样
本中２１年的数据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以及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并依
次对三个时期的溢出效应和ＴＦＰ影响情况进行测算。另一方面，为检验省际竞争对农业生产影响
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分别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这三个子样本进行生产率决定
模型的回归，分析不同资源禀赋地区竞争对农业影响的异同。表６给出了时间和空间异质性检验
结果。研究表明，省际农业竞争过程中的负向溢出效应及其对农业ＴＦＰ的消极影响在各时期均存
在，并有逐步扩大趋势。一方面，溢出效应从第一阶段的－０．１４５降低到第二阶段的－０．３７５，并进
一步降低到第三阶段的－０．５２５。另一方面，综合竞争指数对农业 ＴＦＰ的影响从第一阶段的

－０．３６３降低到第二阶段的－０．４８８，并进一步降低到第三阶段的－０．５５３。因此，省际竞争对农业
生产两方面的消极影响正在加剧。区域异质性方面，省际农业竞争对农业ＴＦＰ的消极影响在不同
资源禀赋地区均显著存在，其中产销平衡区竞争压力对农业ＴＦＰ的负向作用最大。区域自给政策
限制了粮食主销区降低粮食占比，市场需求的饱和也阻碍了粮食主产区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粮食占
比的积极性。因此，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农业结构均被扭曲，趋近于产销平衡区，对其造成上下挤
压，这可能是导致产销平衡区受消极影响较为严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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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时间与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时间异质性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

区域异质性

粮食主产区 产销平衡区 粮食主销区
全样本

总体间接效应 －０．１４５　 －０．３７５　 －０．５２５　 — — — －０．３５５　

综合竞争指数
－０．３６３＊＊＊ －０．４８８＊＊＊ －０．５５３＊＊＊ －０．５５８＊＊＊ －０．８２１＊＊＊ －０．４０９＊＊＊ －０．４４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３）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２）

样本量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７３　 １４７　 ２３１　 ６５１

　　注：由于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之间仍存在相互影响，应维持在全国范围内利用空间生产模型测算溢出效

应，而不是以单个区域作为整体分析相互作用。因此，区域异质性研究中没有汇报总体间接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测算了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间全国的省际农业竞争程度，并实证考察了农业竞争对中国农业生
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１）省际农业竞争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反映出省际竞争和同构化
发展不利于各省农业的增长；（２）各省的农业竞争情况差异较大，传统农业强省面临的竞争压力和
威胁程度更大，而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较为偏远的省份面临的竞争压力和威胁程度较小；（３）农业生
产率决定模型表明，竞争程度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４）省际竞争对农业ＴＦＰ的消极
影响不仅在不同区域普遍存在，且有逐步扩大趋势。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笔者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启示：第一，鼓励省际农业差异化生产。过高的产

业重复度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因此，应鼓励各省实现农业差异化生产，响应２０１６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形成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这一政策目标，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第二，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政府应加强在教育、财政支农、基础设施方面
的投入力度。本文发现，提高教育水平、增加涉农财政支出、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条件，可以有效提
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保证农业高质量持续增长，实现“产业兴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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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Ｌｅｓａｇｅ　Ｊ．Ｐ．＆Ｐａｃｅ　Ｒ．Ｋ．，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４０］Ａｎｓｅｌｉｎ　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２０１３．
［４１］Ｂｒｅｕｓｃｈ　Ｔ．Ｓ．＆Ｐａｇａｎ　Ａ．Ｒ．，″Ｔｈｅ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７，Ｎｏ．１（１９８０），ｐｐ．２３９－２５３．
［４２］Ｇｏｎｇ　Ｂ．，″Ｔｈｅ　Ｓｈａｌ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ｅｅｒ　ｏｒ　Ｆｅａｒ？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１２（２０１８），ｐｐ．１６２－１７２．
［４３］Ａｍｓｌｅｒ　Ｃ．，Ｐｒｏｋｈｏｒｏｖ　Ａ．＆Ｓｃｈｍｉｄｔ　Ｐ．，″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Ｍｏｄｅ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Ｖｏｌ．１９０，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２８０－２８８．
［４４］Ｇｕａｎ　Ｚ．，Ｋｕｍｂｈａｋａｒ　Ｓ．Ｃ．，Ｒｏｂｅｒｔ　Ｊ．Ｍ．ｅｔ　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Ｅｘｃｅｓ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９１，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７６５－７７６．
［４５］Ｌｅｓａｇｅ　Ｊ．Ｐ．，″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Ｒｅｖｕｅ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Ｎｏ．３（２００８），ｐｐ．１９－４４．
［４６］Ｈａｎｌｅｙ　Ｋ．Ｗ．＆ Ｈｏｂｅｒｇ　Ｇ．，″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ｐｒｉｃ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０３，Ｎｏ．２（２０１２），ｐｐ．２３５－２５４．
［４７］Ｓｉａｓ　Ｒ．，Ｔｕｒｔｌｅ　Ｈ．Ｊ．＆Ｚｙｋａｊ　Ｂ．，″Ｈｅｄｇｅ　Ｆｕｎｄ　Ｃｒｏｗｄ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ｐｒｉｃ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６２，

Ｎｏ．３（２０１５），ｐｐ．７６４－７８４．
［４８］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Ｃ．＆ Ｒｏｇｅｒｓ　Ｍ．，″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Ｒ＆Ｄ　ａｎｄ　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３５，Ｎｏ．４（２００６），ｐｐ．５６２－５８０．
［４９］Ｇｏｎｇ　Ｂ．，″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Ａ　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ｎｅｃｏ．２０１７．０８．０３２，２０１８－１１－１６．
［５０］Ｇｏｎｇ　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ｄｒｉｖｅｎ　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ｎ，″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１４（２０１８），ｐｐ．１４５－１５２．
［５１］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Ｓ．Ｔ．，Ｂｕｒｎｈａｍ　Ｋ．Ｐ．＆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Ｎ．Ｈ．，″Ｍｏｄ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５３，Ｎｏ．２（１９９７），ｐｐ．６０３－６１８．
［５２］Ｈａｎｓｅｎ　Ｂ．Ｅ．＆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Ｒ．，″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１６７，Ｎｏ．１（２０１２），

ｐｐ．３８－４６．
［５３］Ｈａｎｓｅｎ　Ｂ．Ｅ．，″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ｏｌ．７５，Ｎｏ．４（２００７），ｐｐ．１１７５－１１８９．
［５４］Ｊａｊｒｉ　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２００７），ｐｐ．４１－５８．
［５５］Ｍａｓｔｒｏｍａｒｃｏ　Ｃ．＆ Ｚａｇｏ　Ａ．，″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ＦＰ　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３，Ｎｏ．４（２０１２），ｐｐ．３７３－３８２．
［５６］Ｎｅｅ　Ｖ．＆ Ｓｉｊｉｎ　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９，Ｎｏ．１（１９９０），ｐｐ．３－２５．
［５７］Ｈａｎｓｓｏｎ　Ｐ．＆ Ｈｅｎｒｅｋｓｏｎ　Ｍ．，″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Ｖｏｌ．８１，Ｎｏ．３（１９９４），ｐｐ．３８１－４０１．
［５８］Ｄｏｎｇ　Ｘ．，″Ｔｗｏ－Ｔｉｅｒ　Ｌ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Ｐｏｓｔ－１９７８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２４，Ｎｏ．５（１９９６），ｐｐ．９１５－９２８．
［５９］Ｂｒüｍｍｅｒ　Ｂ．，Ｇｌａｕｂｅｎ　Ｔ．Ｈ．＆Ｌｕ　Ｗ．，″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８１，Ｎｏ．１（２００６），ｐｐ．６１－７９．
［６０］Ｍａｒｓｉｌｉａｎｉ　Ｌ．，Ｒａｕｓｃｈｅｒ　Ｍ．＆ Ｗｉｔｈａｇｅｎ　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２０１３．
［６１］Ｌｅｅｆｌａｎｇ　Ｐ．Ｈ．，Ｗｉｅｒｉｎｇａ　Ｊ．Ｅ．＆Ｂｉｊｍｏｌｔ　Ｔ．Ａ．ｅｔ　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７．

９２第２期 龚斌磊　张书睿：省际竞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６２］Ｋａｌｉｒａｊａｎ　Ｋ．Ｐ．，Ｏｂｗｏｎａ　Ｍ．Ｂ．＆Ｚｈａｏ　Ｓ，″Ａ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７８，Ｎｏ．２（１９９６），ｐｐ．３３１－３３８．
［６３］Ｃｈｅｎ　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９０－２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１６，Ｎｏ．１（２００６），ｐｐ．２０３－２２２．
［６４］王珏、宋文飞、韩先锋：《中国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

省域空间面板数据》，《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８期，第２４－３５页。［Ｗａｎｇ　Ｊｕｅ，Ｓｏｎｇ　Ｗｅｎｆｅｉ　＆ Ｈａｎ

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２ｔｏ　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Ｎｏ．８（２０１０），ｐｐ．２４－３５．］

［６５］Ｚｈｏｕ　Ｌ．＆ Ｚｈａｎｇ　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２０１３），ｐｐ．１８９６－１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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